從「番」薯到「甘」薯－代發刊辭
彭宗平

本校執行「邁向頂尖大學計畫」，特成立「人文通識與倫理辦公室」，並將“全球在地化”作為重點研究議題。

全球在地化的議題，範圍極廣，涵括文化、社會、經濟、政治、教育、科技等各個面向。台灣要能永續發展，必須嚴肅思考“全球在地化”的各項議題。
“全球化”與“在地化”看似兩條平行線，但並非兩個相衝突的概念，也不是單純的“中學為體，西學為用”，而是可以相互揉合，你儂我儂，相輔相成，創造新的空間與價值。
最近讀何炳棣院士的自傳「讀史閱世六十年」，談到他1955年在“美國人類學家”期刊（The American Anthropologist）發表的“美洲作物傳華考”，才知道花生是在16世紀從巴西經由葡萄牙人自海路輸入長江三角洲，而甘薯與玉米則是從印緬和東南海路雙向傳入中國，也因此造成16世紀中國的糧食生產領先世界。何先生引述一位名植物學家E.D. Merrill的觀察：「當東西方或兩種不同文化初度相遇時，最先交換的東西是糧食作物和武器，都是與生命直接相關的，而不是與理念和精神生活有關的。」美洲的四大作物－花生、玉米、甘薯、馬鈴薯－四百多年來對中國旱地利用及雜糧生產貢獻之大，可視為近千年來的第二次農業革命。

繼哥倫布發現美洲後，16世紀美洲農作物的傳華，是一種“全球化”的過程，傳華的路徑，可以是經由海路，但也可以經由陸路，而其“本土化”或“在地化”則更有趣。玉米在明代的正式植物名為玉蜀黍，以其曾經進御，故曰御麥，出於西番，舊名番麥，取其“御”音，又改稱玉麥或玉米。徐光啟對番薯推廣極為熱心，派人到閩南蒐集番薯種，廣泛試種於上海一帶，並編「農政全書」，收入“番薯頌”一文，進呈崇禎皇帝。番薯後來改稱“甘薯”。
我個人對甘薯的引進中國，並且成為台灣主要的農作物，感受格外深刻。甘薯是伴我成長最重要的農作物之一，它是家中重要的經濟來源，也是我小時候的主食，家裡每天總要煮兩大鍋，還要餵豬。四百年來，中國人早已把“番薯”當“甘薯”，誰去計較是“番物”還是“土產”？它早已進入中國社會，與中國人的生活結合為一了。這幾年來甚至被引用為政治術語，代表「台灣」，也代表「本土」。

如果我們要談論“全球在地化”的議題，深化“全球在地化”的論述，我期望看到有更多像甘薯的作物被植栽在這份「全球在地文化報」。
